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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降费能促进地方政府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吗?
———来自“营改增”全面推广的证据

聂 卓 席天扬 李力行*

摘要 本文研究了减税降费对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效率的影响。文章利用数据包络分析

方法(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 计算了 2013—2017 年间地级市政府教育和卫生支出

的效率，围绕 2016 年“营改增”全面推广的改革，分析财政收入压力如何影响公共支出效率。
我们发现，随着“营改增”试点推广导致财政压力增强，地方政府支出效率显著提升。这一提

升来自财政投入的缩减和公共品产出水平的提升。在改革前支出效率较低、经济增速较慢、
土地价格偏低的地区，财政压力对支出效率的影响更大。这些发现表明，严格的预算控制有

助于提高地方政府的支出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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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年来，中国政府实施了大规模减税降费。根据《政府工作报告》披露的数字，

2012—2018 年累计为企业和个人减负超过 4． 3 万亿元，2019 年减税降费规模超过 2 万

亿元。为了确保减税降费落实到位，中央政府提出各级政府要“过紧日子”，严格压缩一

般性和“三公”支出。同时，民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却不断增长。减少的财政收入与增

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对地方政府改善支出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减税降费引致的财政压力如何影响财政支出效率? 理论上，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寻

求新的收入来源、减少公共服务供给，以及提升支出效率等多种方式来应对财力不足。
地方政府往往采用扩大招商引资、加强税收征管、减少公共品提供等方式来应对财力损

失。然而，随着经济增速的下行，财政开源变得更加困难。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不断

增长的需要，则使减少公共品供给变得不可行。在这一背景下，提升支出效率变得更加

重要。
本文研究了 2016 年“营改增”全面推广作为对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冲击，并使用

2015 年营业税收入占当年总支出的比重作为改革中地方政府所受财政压力的度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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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首先，根据 2017 年中央政府《政府工作报告》，“营改增”全面推广中做到了所有行

业税负只减不增①。已有文献发现，营改增试点产生了明显的减税效果 ( 卢洪友等，

2016; 范子英和彭飞，2017)。我们之所以没有选择 2012—2014 年间的“营改增”试点，

是因为试点行业涉及的营业税收入规模相对较小，而 2016 年“营改增”全面推广涉及的

营业税数额更大②。
其次，财政部同时发布了《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

过渡方案》( 下文称方案)。方案将增值税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成比例由 75∶ 25 变为

50∶ 50。由于此前由营业税改征的增值税均全部留给地方财政，“五五分成”减少了原

先营业税收入较多地区的税收分成③。
最后，相比于 2002 年所得税分享改革、2005 年废除农业税、2009 年增值税转型全

国推广等改革，2016 年“营改增”试点的全面推广发生在经济增速和财政收入增速开始

减慢的新时期，研究成果能为当下减税降费、政府职能转变等公共政策问题提供参考。
本文使用数据包络分析( 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方法测算了地级市政府

的教育和卫生支出的纯技术效率④。DEA 方法最早由 Charnes 等( 1978) 提出，后来被广

泛用于医院、政府等非营利组织的效率测度 ( Borger 和 Kerstens，1996; Hu 等，2012;

Lockwood 和 Porcelli，2013) ⑤。这一方法同时考虑投入和产出，计算得出的效率数值反

映了在给定的技术条件和投入( 产出) 水平下，产出( 投入) 水平的提升( 压缩) 空间。本

文使用教育和卫生领域的人均财政支出作为投入变量，人均拥有的教师数、医生数、医
院床位数等指标作为产出变量。一方面，教育和卫生都是地方政府负责的重要事权，其

支出效率反映了中国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另一方面，这两个领域的投入和产出较为

明确，能够相对精确地估算支出效率。相比之下，其他重要领域的财政投入不好度量

( 如基建领域) ⑥，或者产出难以找到合适的指标( 如社会保障) ，不易采用 DEA 方法测

算支出效率。
本文构造 2013—2017 年城市面板数据，得到了四点发现: 第一，随着财政压力增

大，地方政府在教育和卫生领域的支出效率显著提升。这一结果在使用不同效率指标、
财政压力指标，以及排除了 2012—2014 年间营改增试点的影响后仍然成立。同时，居

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和对公共服务质量的评价并未随着财政压力的增大而下降。第

二，通过分别对产出变量和财政支出变量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支出效率的提升主要来自

支出规模的压缩; 同时，产出水平的提升也有所贡献; 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在改革后没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原文参见 http: / /www． gov． cn /guowuyuan /2016-03 /05 /content_5049372． htm。
详情参见第二节“政策背景”的第( 二) 小节。
关于“五五分成”对地方政府财力的总体影响，我们在政策背景介绍的第( 二) 小节中有更加具体的分析。
关于这一方法的文献综述可参见 Ali 和 Seiford( 1993) 。
更多使用 DEA 方法研究国外政府效率的文献，可参见 Grossman 等( 1999) 、Afonso 和 Aubyn( 2005) 、Balaguer-Coll
等( 2007) ，以及 Ｒayp 和 Van De Sijpe( 2007) 。
在基建支出方面，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基金预算资金，以及巨额的地方政府债务资金。
在一般公共预算资金方面，2006 年后地方政府财政科目中已经没有基建支出一项。在地方政府债务方面，目前

尚没有一个公认可靠的数据来度量各地级市政府历年的实际负债数额。因此，很难确定地级市政府在基建方

面的实际投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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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显著变化。这说明地方政府主要通过提升各支出领域内部的资金使用效率来应对

财政压力，而不是调整不同领域的财政资金配置。第三，基于地区经济特征的异质性分

析表明，在改革前政府支出效率较低、经济增速较慢、土地价格较低的地区，财政压力对

支出效率的提升效果更大。这一发现说明，财政压力有利于推动原本财政资金使用效

率较低的地区的效率提升。经济增速下滑增加了开辟新财源的难度，是推动支出效率

提升的重要因素。第四，财政压力并未导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显著增加; 非税收入

虽然有所增加，却不足以弥补税收收入下降带来的财力损失。这些发现表明了，在减税

降费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能够开辟的新财源有限。地方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在财政资

金的使用效率上，通过提高支出效率缓解了财政压力。
本文对已有文献有如下三点贡献:

第一，本文拓展了对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讨论。已有文献集中在中国地方

政府总体财政支出效率测算，并一般化地探讨其影响因素( 陈诗一和张军，2008; 李永

友，2010)。一些学者将研究对象拓展到各项具体财政支出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如县

乡支农资金( 李燕凌和欧阳万福，2011)、基础教育支出( 亓寿伟等，2016) 等。近年来，学

界开始关注地方政府激励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例如，才国伟和钱金保( 2011) 发现

地级市政府财政效率竞争表现为间接竞争模式; 徐琰超和杨龙见( 2014) 发现一般性转

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降低了地方政府福利性支出效率，而税收返还则会提高其效率。
本文则从财政压力的视角分析，发现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减税降费的背景下，财政压力

有利于促使地方政府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第二，本文拓展了关于财政压力下地方政府行为的研究。已有文献表明，地方政府

会通过扩大招商引资( 陶然等，2009; 席鹏辉等，2017a，2017b; 谢贞发等，2017)、加强税

费征管( 陈晓光，2016; Chen，2017; Liu，2018 )、调整土地出让( 孙秀林和周飞舟，2013;

Han 和 Kung，2015; Liu 和 Alm，2016) 等“开源”手段来应对财政压力。同时，也有学者

发现农村税费改革和农业税废除带来的财政压力导致地方政府教育支出占比和公共服

务水平下降( 左翔等，2011; 周黎安和陈祎，2015; 余靖雯等，2018)。然而，随着中国经济

增速放缓，政府收入很难保持以往的增速，民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却没有减少。新的形

势要求地方政府转变职能过“紧日子”。同时 Li 等( 2021) 指出，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下

加强税收征管可能产生跨部门的负外部性，导致社会整体福利的下降。我们发现在“营

改增”全面推广后，教育卫生支出占比和公共服务水平均未出现下降，地方政府压缩整

体开支，提升了支出效率。
第三，本文还对“营改增”相关研究有所贡献。已有文献表明“营改增”促进了市场

分工( 陈钊和王旸，2016; 范子英和彭飞，2017 ) ，推动了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 彭飞等，

2018)。在财政影响方面，卢洪友等( 2016) 发现“营改增”试点减少了地方财政收入; 曹

婧等( 2019) 发现“营改增”试点并未加剧地方债扩张。本文发现“营改增”全面推广促

使地方政府提升了支出效率，揭示了“营改增”在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公共财政效率等方

面的影响。
本文的第二部分介绍了“营改增”的政策背景，第三部分详细讨论数据、变量和研究

方法，第四部分报告关于财政压力对地方政府支出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第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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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机制讨论和异质性分析，最后是结论。

二、政 策 背 景

( 一) 营改增的推行

2011 年 11 月 16 日，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营业税改征增

值税试点方案。2012 年 1 月 1 日，“营改增”在上海的“1 + 6”行业率先试点，其中“1”为

交通运输业( 包括陆路、水路、航空、管道运输) ，“6”包括研发、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物
流辅助、有形动产租赁、鉴证咨询等部分现代服务业。2012 年 8 月 2 日财政部发布《关

于在北京等 8 省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

此后直到 2013 年 8 月 1 日，全国所有省份“1 + 6”行业均推行了“营改增”试点。2014
年 1 月 1 日起，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试点行业。2014 年 6 月 1 日起，电信业被纳入了

试点行业。到 2016 年 5 月 1 日，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也被纳入“营

改增”，所有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的增值税也被纳入抵扣范围。至此，“营改增”在全国

全面实施。

( 二) 营改增与地方政府财政压力

“营改增”在税负和财政体制两方面增加了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作为近年减税降费政策

的一环，“营改增”新设了 11%和 6%两档较低的增值税税率; 大多数“营改增”行业均适用低

税率，只有个别行业适用 17% 的高税率。同时，增值税抵扣也使得产业关联度较高的行业税

负明显下降( 范子英和彭飞，2017)。许多省份的决算报告中，“营改增”都被列为财政减收的

因素①。营改增导致财政收入减少也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 卢洪友等，2016)。据官方测

算，2012—2017 年间各种减税降费政策合计为市场主体减轻税负超过 3 万亿元，其中

“营改增”在 2012—2017 年间为企业实现累计减税超过 2 万亿元②。而在“营改增”的

过程中，2016 年“营改增”全面推广的影响又远大于“营改增”的试点③。
与税收制度变化相适应，财政体制也在“营改增”中进行了调整。在 2016 年“营改

增”全面推广以前，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

税款分别入库。2016 年 4 月 30 日，国务院发布了《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

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明确以 2014 年为基数核定中央返还和地方上缴基数，

①

②

③

例如，湖北省 2016 年省级财政决算的报告中提到“全面推开‘营改增’等结构性减税后，收入增长缓慢”; 河南省

2016 年省级财政决算报告中也提到“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全年共为企业减税 124． 6 亿元”。
官方减税规模数字来自 2018 年和 2019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其他减税措施还包括调整出口退税政策、扩大

小微企业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优惠范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更加全面和详细的政策介绍参见国家税务总

局“减税降费在行动”，http: / /www． chinatax． gov． cn /n810219 /n810744 /n4016641 / index． html。
考察地方政府的营业税和增值税收入情况，可以看到 2011 年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决算中营业税收入为 13 504． 44
亿元，国内增值税收入为 5 989． 25 亿元。在 2012—2014 年“营改增”试点逐步推广后，2015 年地方公共财政收

入决算中营业税收入仍为 19 162． 11 亿元，而国内增值税收入为 10 112． 52 亿元，仅为当年营业税收入的一半左

右。因此，绝大部分的营业税收入是在 2016 年营改增全面推广后改为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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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行业缴纳的增值税均纳入中央和地方共享范围，中央分享增值税的 50%，地方按税

收缴纳地分享增值税的 50%，过渡期暂定 2 年至 3 年。由于此前营业税和营改增试点

期间营业税改征的增值税均留给地方财政，“五五分成”方案对于原先营业税收入较多

的地区造成更大的税收减少，尽管方案强调保持地方既有财力不变，税收返还使用的是

2014 年税收基数，总体来看地方政府的收入下降①。
图 1 展示了 2010—2018 年间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收入变化情况。在 2013—2015 年

间，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收入增速虽然不断下降，但趋势平稳。2016 年地方政府一般预算

收入增速出现较大下降; 2017 和 2018 年地方政府收入增速虽有所回升，但始终低于

2015 年水平。

图 1 2010—2018 年地方政府一般预算财政收入增速

( 三) 财政压力与地方政府支出效率

以营改增为重要抓手的减税降费减少了政府的可用财力，但民生性支出的需求并

未减少，导致地方政府面临着较大的财政压力。我们定义赤字水平如下:

赤字水平 = 一般预算支出 － 一般预算收入
GDP 总量

图 2 表明，从 2012 年开始，全国财政的赤字水平不断上升。面对巨大的支出压力，

中央政府多次提出各级政府要过“紧日子”:“严控一般性支出，把宝贵的资金更多用于

为发展增添后劲、为民生雪中送炭。”②《关于 2018 年中央决算的报告》提出:“督促指导

地方开源节流，加强财政收支预算管理，盘活存量资金资产，进一步压减一般性支出，力

争达到 10%以上，支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地方政府采取了多种方式应对减税降费带来的财政压力。首先，压减一般性支出。

①

②

以 2015 年为例，地方政府国内增值税和营业税收入总额为 29 274． 63 亿元，中央国内增值税收入为 20 996． 95
亿元，地方政府的占比为 58． 2%。简单的静态计算显示，在“五五分成”方案中，地方政府净损失了相当于全国

营业税和国内增值税总额 8． 2% 的税收收入。
来自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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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支出主要是指党政机关维持运转或是履行职能所需要的费用，包括办公费、印刷

费、差旅费、维修( 护) 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等。例如，苏州市大力压减一般性

支出:“在年初压减 5%的基础上，下半年将压减幅度提至 10%。”①

其次，加强支出管理。地方政府在政府采购、公务卡支出、办公用房等方面严格管

理，减少资金浪费。例如，包头市提出:“新增资产配置要严格按照行政事业单位通用办

公设备、家具配置标准执行，对暂时没有配置标准的，要结合单位履职需要、存量资产状

况，按照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原则，在充分论证基础上配置，不得超预算、超标准配置资

产。”还提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公务支出管理，严格落实公务卡结算制度，凡公务卡强

制结算目录规定的公务支出项目，一律使用公务卡结算，不再使用现金结算。”②

再次，引入社会资本，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例如广州“对无法正常实施的、工作

量调减的、工程进度延后的、可转由社会资本投入的项目及时调整”③。这些措施在确保

公共服务供给不下降的情况下，减少了资金使用，提高了财政支出效率。

图 2 2009—2018 年全国财政赤字水平

注: 为了更加客观地反映政府的收支流量变化，图中使用的赤字水平在收入端没有考虑结转结余及调入

资金，因而与官方公布的赤字率有所差异。2015 年赤字水平的大幅提升主要来自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带来的

预算内政府支出大幅增加。2016 年及以后财政赤字的进一步上升则与减税降费导致的财政减收密切相关。

三、数据、变量和研究方法

( 一) 数据介绍

本文使用 2013—2017 年地级市的财政和经济数据。财政收入和支出数据来自 CEIC
数据库。土地出让收入数据来自《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人口、城市面积、当年实际利

①

②

③

来源 http: / / csj． xinhuanet． com /2019-12 /30 /c_138666198． htm。
来源 https: / /www． sohu． com /a /313914598_260616。
来源 http: / /www． gz． gov． cn /zt / jj2020gzlhzt /hyjj /content /post_5890960．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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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外资、GDP、分行业门类城镇单位就业人数等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居民对地

方政府的信任和对公共服务的评价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 2012—2018 年)。所

有名义变量均用各省 CPI 调整至 2013 年价格，价格指数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为排除极

端值对结果的影响，所有变量均在 1%和 99%分位数处进行了缩尾处理。

( 二) 被解释变量

1． 财政支出效率

参考陈诗一和张军( 2008)、唐齐鸣和王彪( 2012) ，我们采用基于产出导向和规模报

酬可变假设( VＲS) 的 DEA 方法测算了教育和卫生两个维度的财政支出效率。在教育

方面，使用人均教育支出作为投入变量，每万人拥有的小学、普通中学和中等职业技术

学校专任教师人数之和作为产出变量①。在卫生方面，本文使用人均卫生支出作为投入

变量，人均拥有的医生数和医院床位数作为产出变量。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将人均拥有

的医生数和医院床位数分别用各自的均值标准化，然后将标准化后的两个指标取平均

值，得到单一的卫生领域产出指标。在测算出教育和卫生两个维度的财政支出效率后，

我们参照全国地方财政决算中教育支出和卫生支出的相对比重，对教育支出效率 Eedu和

卫生支出效率 Ehealth分别赋予 2 /3 和 1 /3 的权重，加权平均得到单一的教育卫生财政支

出效率 Etotal。这一计算的公式如下:

Etotal = Eedu ×
2
3 + Ehealth ×

1
3 ( 1)

此外，我们使用两种替代的方法测算财政支出的 DEA 效率。一种方法是将规模报

酬可变假设( VＲS) 变为规模报酬不变假设( CＲS) ，将得到的效率指标记为 Ecrs。另一种

方法是先构造单一的教育卫生投入和产出变量，然后直接采用 DEA 方法计算教育卫生

领域的财政支出效率。具体来说，在投入方面，我们使用人均教育和卫生支出之和作为

单一投入指标; 在产出方面，我们先对每万人拥有的小学、普通中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专任教师人数之和用均值标准化，然后将标准化后的指标与上文方法中的卫生领域单

一产出指标取平均，得到单一的教育卫生综合产出指标; 最后，使用 DEA 方法计算综合

产出效率，将得到的效率指标记为 Esingle。稳健性检验使用了这两种替代性的 DEA 效率

指标。本文使用的效率指标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效率指标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观测值数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教育卫生支出效率 Etotal 1 000 0． 51 0． 07 0． 39 0． 80

教育支出效率 1 000 0． 61 0． 08 0． 45 0． 91

① 对本文所使用的效率指标的一个质疑是，教师、医生和床位等产出指标只能增加不能减少，这种刚性可能会导

致我们的效率指标只能反映投入指标的变化而无法反映产出指标的变化。如果教师、医生和床位等指标处于

比较稳定的状态，则这一质疑是合理的。但近年来我国教师、医生和床位数量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地方政府可

能难以削减这些指标的存量，但可以控制增量。如果我们发现效率有所提升，既可能是来自支出的减少，也可

能来自产出指标增量的相对下降( 而非绝对数量的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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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称 观测值数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卫生支出效率 1 000 0． 31 0． 11 0． 15 0． 77

教育卫生支出效率( CＲS) Ecrs 1 000 0． 06 0． 02 0． 02 0． 11

教育卫生支出效率 Esingle 1 000 0． 39 0． 09 0． 25 0． 74

注: 理论上 DEA 效率的最大值应为 1。表中所有变量均在 1% 和 99% 分位数处进行了缩尾处理，故效率的最大

值小于 1。

2． 居民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评价

稳健性检验考虑了居民对所享受医疗服务的评价，使用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 CFPS) 的三个问题对医疗服务质量进行度量:

① 您对常去医疗点的整体就医条件满意吗? ( 回答为介于 1 到 5 之间的整数，1 代

表很满意，5 代表很不满意。)
② 您觉得那里的医疗水平怎么样? ( 回答为介于 1 到 5 之间的整数，1 代表很好，5

代表很不好。)
③ 如果 0 分代表非常不信任，10 分代表非常信任，你对医生的信任如何?

同时，我们考虑了居民对地方政府的总体评价，使用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
PS) 的如下两个问题:

① 您对去年本县 /市 /区政府工作的总体评价是什么? ( 回答为介于 1 到 5 之间的

整数，1 代表有很大成绩，5 代表比之前更糟了。)
② 如果 0 分代表非常不信任，10 分代表非常信任，你对本地政府干部的信任如何?

对上述五个问题回答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

表 2 居民对公共服务评价描述统计

变量名称 观测值数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对看病点条件满意度 39 308 2． 78 0． 88 1 5

对看病点医疗水平评价 39 301 2． 85 0． 88 1 5

对医生的信任度 39 377 6． 72 2． 35 0 10

对地方政府绩效评价 38 175 2． 56 0． 91 1 5

对地方政府干部的信任程度 39 285 5． 02 2． 63 0 10

( 三) 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我们用 2015 年各地级市营业税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BT Share2015 i ) 度量“营改

增”全面推广后的地方财政压力。2015 年地级市营业税收入占一般预算支出比重的均

值约为 9%。
稳健性检验使用了 2015 年各地级市营业税收入占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 BT

Share_Ｒev2015 i ) 作为财政压力的替代指标。参考已有文献( 陈诗一和张军，2008; 唐齐

鸣和王彪，2012) ，选取了人口密度、log 当年实际利用外资和人均 GDP 作为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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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3 所示①。

( 四) 实证策略

本文使用的实证模型如下:

Eit = β0 + β1BTShare2015 i × Aftert + β2Xit + β3 Indi × Trendt + VATShare2015 i × λ t + αi + λ t + εit

( 2)

式中，下标 i 表示地级市，t 表示年份。BTShare2015 i 表示城市 i 在营改增全面推广改革

中受到的财政压力大小。Aftert 为表示当年是否处在“营改增”改革后的虚拟变量。由

于营改增全面推广从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我们将 Aftert 的取值在 2016 和 2017 年设

定为 1，2013—2015 年设定为 0。系数 β1度量了财政压力对地方政府支出效率的影响，

是本文关注的核心待估参数。Xit 是一组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为了控制 2012—2014
年营改增试点的影响，我们在回归中控制了一组各城市 2011 年分行业门类城镇单位从

业人员数比重 Indi，并允许其影响随年份线性变化。此外，由于增值税“五五分成”方案

会对改革前增值税收入占比较高的地区带来正向收入冲击，我们在回归中控制了 2015
年增值税收入占财政支出比重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叉项 VATShare2015 i × λ t来消除这一

因素对我们结果可能的影响。β0是常数项，αi是城市固定效应。所有回归的标准误均聚

类到城市层面。

表 3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观测值数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单位

财政压力

2015 年营业税收入占支出比重 BT Share 2015 1 000 0． 09 0． 06 0． 02 0． 26

2015 年营业税占税收收入比重 BT Share_Tax 2015 870 0． 27 0． 08 0． 11 0． 47

2015 年营业税占财政收入比重 BT Share_Ｒev 2015 1 000 0． 20 0． 07 0． 08 0． 38

其他财政收支变量

2015 年增值税收入占支出比重 VAT Share 2015 1 000 0． 05 0． 03 0． 01 0． 16

人均教育支出 1 000 12． 30 6． 30 4． 58 44． 12 百元

人均卫生支出 1 000 6． 29 2． 44 2． 73 17． 56 百元

人均教育卫生支出 1 000 18． 59 8． 39 7． 60 58． 58 百元

教育支出占比 1 000 0． 18 0． 04 0． 08 0． 27

卫生支出占比 981 0． 09 0． 02 0． 04 0． 15

教育卫生支出占比 981 0． 27 0． 06 0． 14 0． 40

税收收入 883 13 584． 95 21 051． 83 719． 90 215 258． 00 百万元

财政收入 1 000 17 566． 35 24 585． 40 1 163． 08 270 168． 40 百万元

财政支出 1 000 31 216． 01 28 589． 49 5 275． 15 372 464． 40 百万元

非税收入 873 4 426． 21 5 194． 99 62． 89 54 910． 46 百万元

① 限于篇幅本文未提供所有变量的定义说明，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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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称 观测值数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单位

土地出让收入 995 10 628． 89 17 435． 93 83． 61 199 954． 00 百万元

教育卫生产出

每万人拥有教师数 1 000 83． 42 15． 57 59． 69 167． 16 人

每万人拥有医生数 1 000 22． 87 11． 18 7． 06 82． 99 人

每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 1 000 46． 97 16． 52 14． 25 137． 66 张

卫生领域单一产出指标 1 000 1． 03 0． 39 0． 43 2． 61

控制变量

人口密度 1 000 0． 04 0． 03 0． 00 0． 14 万人 /
平方公里

当年实际利用外资数额 1 000 698． 66 1 253． 05 0． 02 12 072． 62 百万美元

人均 GDP 1 000 43 586． 51 24 329． 3910 965． 45 131 319． 50 元

注: 表中所有名义变量均用各省 CPI 调整至 2013 年价格水平。所有变量均在 1% 和 99% 分位数处进行了缩尾

处理。

四、财政压力与地方政府支出效率

( 一) 营改增全面推广与财政压力

表 4 展示了基于( 2) 式对于“营改增”对地方政府财力影响的估计结果。列( 1) 和

列( 2) 的被解释变量为税收收入; 列( 3) 和列( 4) 的被解释变量为一般预算收入; 列( 5)

和列( 6) 的被解释变量为一般预算支出。三个被解释变量均取对数。列( 1)、( 3)、( 5)

在回归方程右边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2011 年分行业门类城镇单位从业

人员比重线性趋势以及控制变量。由于改革前增值税收入比重较高的城市会在本次改

革中受到正向收入冲击，如果改革前增值税收入比重与营业税收入比重正( 负) 相关，我

们就可能低( 高) 估城市因改革前营业税收入占比而在本次改革中受到的负面收入冲

击。因此，列( 2)、( 4)、( 6) 分别在列( 1)、( 3)、( 5) 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 2015 年增值

税收入占支出比重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叉项。
可以看到，列( 1)—( 6) 中 BT Share 2015* After 的系数都为负，并在 1%的显著性水

平上显著，表明营改增全面推广对地方财力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列( 1)、( 3)、( 5)

中的系数明显小于对应的列( 2)、( 4)、( 6) 中的系数，说明不考虑改革前增值税收入占

比的影响会低估地方政府因营业税收入下降而承受的财政压力。无论是否考虑改革前

增值税收入占比，改革前营业税收入占比较高的地区相对而言均在本次改革中受到了

负向的财力冲击。如果以列( 2)、( 4)、( 6) 为准，由于 2015 年营业税占财政支出比重 BT
Share 2015 的均值约为 9%，表中的系数可以理解为在控制了因税收分成调整可能带来

的增收效应之后，本次改革平均而言造成地方政府税收收入下降 9． 0%，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下降 7． 0%，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下降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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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营改增”全面推广对地方财力的影响

税收收入

( 1) ( 2)

一般预算收入

( 3) ( 4)

一般预算支出

( 5) ( 6)

BT Share 2015* After － 0． 5675＊＊＊ － 1． 0042＊＊＊ － 0． 4267＊＊＊ － 0． 7809＊＊＊ － 0． 3730＊＊＊ － 0． 4847＊＊＊

( 0． 180) ( 0． 192) ( 0． 163) ( 0． 174) ( 0． 124) ( 0． 145)

观测值数量 866 866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Ｒ 平方 0． 992 0． 992 0． 990 0． 991 0． 986 0． 98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 Trend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VAT Share 2015* 年份固定效应 NO YES NO YES NO YES

注: 表中被解释变量均取对数值。Ind Trend 代表 2011 年各行业门类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比例* 时间趋势。VAT
Share 2015 为 2015 年增值税收入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括号内均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标准误。＊＊＊ 、＊＊ 和*
分别代表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 二) 基准回归: 财政压力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

表 5 展示了营改增全面推广对地方政府支出效率的影响。列( 1) 控制了城市和年份

固定效应，列( 2) 在列( 1) 的基础上加入了 2011 年分行业门类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比重的线

性趋势项，列( 3) 在列( 1) 的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列( 4) 在列( 1) 的基础上同时加入了

分行业门类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比重线性趋势项和控制变量，列( 5) 在列( 4) 的基础上加入

了 2015 年增值税收入占支出比重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叉项。所有回归系数均在 1%水平

上显著为正，且系数大小变化不大，说明财政压力显著提升了地方政府的支出效率。
以列( 5) 为例，交叉项的系数大小为 0． 11，而改革前营业税收入占支出比重平均约

为 9%，意味着本次改革使地方政府的效率水平提高了 0． 11 × 9% = 0． 01。由于样本期

内地方政府效率水平均值为 0． 51，故可以认为本次改革使地方政府支出效率水平提升

了 2． 0%。对于 2015 年效率水平排名为 50%分位的城市，如果其他城市效率水平不变，

0． 01的效率值提升将使其效率水平排名分位数上升 8． 5%，即提升到 41． 5%分位。考虑

到上文发现改革导致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财政支出支出分别下

降了 9． 0%、7． 0%、4． 4%，可以简单计算得到对应的地方政府支出效率对财政压力弹性

分别为 0． 21、0． 27 和 0． 44。也就是说，在不同口径下，财政压力每增大 1%，支出效率的

提升介于 0． 21%到 0． 44%之间。

表 5 基准回归: 财政压力对地方政府教育卫生支出效率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 教育卫生支出效率 Etotal

( 1) ( 2) ( 3) ( 4) ( 5)

BT Share 2015* After 0． 0959＊＊＊ 0． 0849＊＊＊ 0． 1118＊＊＊ 0． 0916＊＊＊ 0． 1091＊＊＊

( 0． 028) ( 0． 032) ( 0． 030) ( 0． 033) ( 0．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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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被解释变量 = 教育卫生支出效率 Etotal

( 1) ( 2) ( 3) ( 4) ( 5)

观测值数量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Ｒ 平方 0． 917 0． 921 0． 918 0． 921 0． 922

控制变量 NO NO YES YES YES

Ind Trend NO YES NO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VAT Share 2015* 年份固定效应 NO NO NO NO YES

注: Ind Trend 代表 2011 年各行业门类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比例* 时间趋势。VAT Share 2015 为 2015 年增值税收

入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括号内均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标准误。＊＊＊、＊＊和* 分别代表在 1%、5% 和 10% 的显

著性水平上显著。

( 三) 稳健性检验

本文对基准回归的结果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①。首先，我们使用的效率指标同时

考虑了教育和卫生支出效率，如果将这两个领域的支出效率单独考虑，结果可能有所不

同。本文将支出效率指标由( 1) 式中的 Etotal分别替换为教育和卫生领域各自的支出效

率 Eedu和 Ehealth，得到的结果在系数大小和显著性两方面均与表 5 中结果一致。其次，教

育卫生领域的综合支出效率有多种计算方式，表 5 中的结果可能来自我们所选取的特

殊计算方式。本文将支出效率指标替换为 2． 1 小节中提到的替代指标 Ecrs和 Esingle，得到

的结果仍然显著为正。再次，基准回归中财政压力指标使用财政支出作为财力水平的

度量，使用其他度量可能会使结果发生变化。本文分别将财政压力指标替换为 2015 年

营业税收入占税收收入和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得到的系数略小于表 3 列( 5 ) 中的系

数，但变化不大，且至少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表明，财力水平的度量指

标选取对本文结果的影响不大。

( 四) 排除其他减税降费改革影响

除 2016 年“营改增”全面推广以外，中国近年还实行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这些

政策同样给地方政府带来了财政压力，可能干扰本文的识别。本小节将对这些政策进

行讨论，以减轻对其影响本文结果的担忧②。
首先，本文选取的财政压力冲击为 2016 年“营改增”全面推广，其效果可能受到

2012—2014 年间进行的“营改增”试点影响。尽管我们已经在回归中控制了 2011 年分

行业门类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占比的时间趋势，但无法完全排除这一影响。因此，我们尝

试在回归中剔除 2013 和 2014 两年的样本，仅保留 2015 年作为改革前样本。财政压力

的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大小与基准回归差别不大，表明 2014 年以前的

①

②

限于篇幅，本文未在正文中汇报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限于篇幅，本文未在正文中汇报排除其他替代性假说的回归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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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试点对本文结果影响不大。
除“营改增”外，近年来的减税降费改革还包括加速折旧、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征

收、取消或减免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等。这些政策导致地方政府在企业所得税和

非税收入方面产生了财政减收。本文尝试分别控制企业所得税收入占财政支出比重和

非税收入占财政支出比重，“营改增”全面推广财政压力交互项的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水

平与上文基准回归相比变化很小，表明针对企业所得税和非税收入的减税降费改革对

本文结果影响不大。

( 五)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质量

对本文发现一种可能的质疑是，我们使用的效率指标没有反映公共服务质量的变

化。例如，当卫生投入下降时，医护人员对病人的服务可能也会变差，而我们的效率指

标仅考虑了医护人员数量和病床数，无法反映医护人员服务质量的变化。因此，我们使

用 CFPS 中居民对卫生医疗服务的评价来度量地方政府提供的卫生服务质量，考察财政

压力对卫生服务质量的影响。列( 1) 和( 2)、列( 3) 和( 4)、列( 5) 和( 6) 的被解释变量分

别是“对常去看病点的整体就医条件满意程度”“对常去看病点医疗水平评价”以及“对

医生的信任程度”。财政压力对地方医疗服务质量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列( 2)、
( 4)、( 6) 分别在列( 1)、( 3)、( 5) 的基础上加入了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列( 1)—( 6) 交

叉项系数均不显著，表明财政压力并没有导致医疗服务质量下降。

表 6 财政压力如何影响居民对医疗服务质量的评价

对看病点条件满意度

( 1) ( 2)

对看病点医疗水平评价

( 3) ( 4)

对医生的信任度

( 5) ( 6)

BT Share 2015* After 0． 1957 － 0． 2389 － 0． 0754 － 0． 2570 － 0． 3374 － 0． 4145

( 0． 337) ( 0． 243) ( 0． 384) ( 0． 334) ( 1． 025) ( 1． 491)

观测值数量 39 308 29 154 39 301 29 147 39 377 29 182

Ｒ 平方 0． 494 0． 509 0． 396 0． 525 0． 500 0． 556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NO YES

Ind Trend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VAT Share 2015*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注: Ind Trend 代表 2011 年各行业门类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比例* 时间趋势。VAT Share 2015 为 2015 年增值税收

入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括号内均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标准误。＊＊＊、＊＊和* 分别代表在 1%、5% 和 10% 的显

著性水平上显著。

尽管我们没有发现财政压力导致医疗服务质量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维度的

公共服务质量没有下滑。为了尽量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使用 CFPS 中居民对地方政府

绩效的评价和对地方政府干部的信任程度来度量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总体质量。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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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财政压力并未显著影响居民对地方政府绩效的评价和对地方政府干部的信

任①。总体而言，实证证据并不支持财政压力上升导致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质量下降的

看法。

( 六) 动态效应

上文考察了 2016 年营改增全面推广带来的财政压力对地方政府支出效率的平均

影响，本小节将具体考察改革在每一年的具体影响。我们选取 2013 年为基准年份，将

式( 2) 中的模型进行调整如下:

Eit = β0 + β1BTShare2015 i ×∑
2017
j = 2014Yearj + β2Xit + β3 Indi × Trendt + VATShare2015 i × λ t + αi + λ t + εit

( 3)

表 6 展示了使用式( 3) 估计得到的结果。列( 1)、( 2)、( 3) 中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

教育卫生支出效率 Etotal、教育支出效率和卫生支出效率。在 2016 年以前，所有系数均

不显著，且数值较小; 2016 年改革发生后，营业税收入占比的系数开始显著为正，且数值

明显变大。这一结果表明，本文的结果不是由于不可观测的时间趋势导致的。

表 7 2016 年“营改增”试点推广对支出效率影响的动态效应

教育卫生支出效率 Etotal 教育支出效率 Eedu 卫生支出效率 Ehealth

( 1) ( 2) ( 3)

BT Share 2015* 2014 年虚拟变量 － 0． 0167 － 0． 0092 － 0． 0269

( 0． 037) ( 0． 046) ( 0． 041)

BT Share 2015* 2015 年虚拟变量 0． 0445 0． 0436 0． 0488

( 0． 053) ( 0． 062) ( 0． 064)

BT Share 2015* 2016 年虚拟变量 0． 1117＊＊ 0． 1060 0． 1245＊＊

( 0． 054) ( 0． 068) ( 0． 062)

BT Share 2015* 2017 年虚拟变量 0． 1345＊＊ 0． 1536＊＊ 0． 0959

( 0． 064) ( 0． 075) ( 0． 083)

观测值数量 1 000 1 000 1 000

Ｒ 平方 0． 922 0． 921 0． 95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Ind Trend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VAT Share 2015*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注: Ind Trend 代表 2011 年各行业门类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比例* 时间趋势。VAT Share 2015 为 2015 年增值税收

入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括号内均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标准误。＊＊＊ 、＊＊ 、和* 分别代表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① 限于篇幅，本文未在正文中汇报使用居民对政府绩效评价和居民对地方政府干部信任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

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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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机制讨论与异质性分析

( 一) 支出效率提升的直接来源

本文发现财政压力能够显著促进地方支出效率的提升。理论上，地方政府可以通

过包括提升产出水平、压缩投入水平、调整支出结构在内的三种方式来改善支出效率。
这一小节我们对这三种方式进行具体分析，结果如表 8 所示。

在产出水平方面，列( 1) 和列( 2) 的被解释变量分别是计算教育和卫生支出效率时

使用的产出指标。两列中财政压力冲击的系数符号均为正，但只有列( 2 ) 中的系数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说明，财政压力促使地方政府设法提升产出水平，

但作用相对较小。
在投入水平方面，我们在列( 3)、( 4)、( 5) 中分别使用人均教育支出、人均卫生支出和

人均教育卫生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尽管列( 3) 的系数不显著，但列( 4) 和列( 5) 的系数

均至少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三列中系数的符号均为负，说明地方政府显著压缩

了教育卫生领域的投入水平。在系数的经济显著性方面，以列( 5) 为例，改革导致教育卫

生人均支出下降了 9% ×8． 63 =0． 777，即 77． 7 元; 考虑到样本中教育卫生人均支出的均值

为 18． 59 ( 1 859 元) ，相当于本次改革造成教育卫生人均支出下降了 0． 777 /18． 59 =
4． 18%。因此可以认为，压缩投入规模是地方政府提升支出效率的重要手段。

在支出结构方面，我们在列( 6)、( 7)、( 8) 中分别使用教育支出比重、卫生支出比重

和教育卫生支出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三列中财政压力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地方政

府并没有通过调整支出结构来应对财政压力。

表 8 财政压力对公共服务产出、财政投入和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

每万人

拥有教

师数

卫生领域

单一产出

指标

人均

教育

支出

人均

卫生

支出

人均教

育卫生

支出

教育

支出

占比

卫生

支出

占比

教育卫

生支出

占比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BT Share 2015* After 4． 7806 0． 3099* － 2． 6330 － 6． 7969＊＊＊－ 8． 6253＊＊ 0． 0361 － 0． 0182 0． 0156

( 5． 503) ( 0． 167) ( 2． 276) ( 1． 887) ( 3． 660) ( 0． 024) ( 0． 018) ( 0． 034)

观测值数量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981 981

Ｒ 平方 0． 973 0． 956 0． 979 0． 937 0． 978 0． 890 0． 903 0． 90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 Trend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VAT Share 2015 * 年 份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注: Ind Trend 代表 2011 年各行业门类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比例* 时间趋势。VAT Share 2015 为 2015 年增值税收

入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括号内均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标准误。＊＊＊、＊＊和* 分别代表在 1%、5% 和 10% 的显

著性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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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异质性分析

上文中，我们发现财政压力促使地方政府显著提升了支出效率。那么，这种提升在

不同地区是否存在差别呢? 本小节从改革前支出效率的高低和经济发展情况两个方面

考察了这一效应的异质性，结果如表 9 所示。
首先，我们讨论改革前支出效率的高低是否会影响财政压力对支出效率的提升作

用。我们将不同城市按照 2015 年支出效率水平分为较低的 50%和较高的 50%两组，列

( 1) 为改革前支出效率较低的城市，列( 2) 为改革前支出效率较高的城市。列( 1) 财政

压力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列( 2) 财政压力系数不显著，且系数大小也明显小

于列( 1)。这一结果表明，财政压力使得改革前支出效率较低的城市更多地提升了支出

效率。这可能是由于改革前支出效率较低的城市有更大的效率提升空间，因而更倾向

于通过提升支出效率来化解财政压力。
其次，我们考察了经济发展情况对财政压力与支出效率间关系的影响。列( 3) 和列

( 5) 使用的样本分别为改革前经济增速较低和平均地价较低的城市，列( 4) 和列( 6) 分

别为改革前经济增速较高和平均地价较高的城市。列( 3 ) 中财政压力的系数大于列

( 4) ，列( 5) 中财政压力大于列( 6) ，表明经济发展情况较差的地区，财政压力对支出效

率的提升作用更大。当经济增速逐渐下降时，地方政府难以通过开辟新财源来缓解压

力，因而不得不转向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

表 9 异质性分析

改革前支出

效率较低

改革前支出

效率较高

改革前经济

增速较低

改革前经济

增速较高

改革前平均

地价较低

改革前平均

地价较高

( 1) ( 2) ( 3) ( 4) ( 5) ( 6)

BT Share 2015* After 0． 1655＊＊＊ 0． 1006 0． 1482＊＊ 0． 1092＊＊ 0． 1931＊＊＊ 0． 0652*

( 0． 046) ( 0． 065) ( 0． 070) ( 0． 044) ( 0． 068) ( 0． 036)

观测值数量 500 500 500 500 495 505

Ｒ 平方 0． 777 0． 900 0． 935 0． 918 0． 886 0． 95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 Trend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VAT Share 2015* 年份固定

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注: 表中所有回归被解释变量均为教育卫生综合支出效率。VAT Share 2015 为 2015 年增值税收入占当年财政

支出的比重。括号内均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标准误。＊＊＊、＊＊和* 分别代表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

显著。

( 三) 财政压力与加强收入征集

上文中的发现表明，面对 2016 年“营改增”全面推广带来的财政压力，地方政府在

“提效”上做出了显著的努力。同时如前文所述，在应对以往历次财税改革带来的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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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时，“开源”是地方政府重要的应对措施。那么，本次改革中地方政府是否也在拓展

收入来源方面有所行动呢? 本文考察了“营改增”全面推广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和

非税收入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并没有采用加大土地出让力度或是加强非

税收入征集的方式来应对本次改革产生的财政压力①。
总体来看，在 2016 年“营改增”全面推广中，地方政府难以通过加强土地出让和非

税收入征集等手段来弥补受到的财力损失。这一发现表明，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为企业进一步“减税降费”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不再像过去一样

能够轻易从其他渠道获得收入。面对发展环境的变化，地方政府开始通过压缩开支、提
高效率的方式应对财政压力。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减税降费是我国应对经济形势变化、降低企业负担、增强发展后劲的一项重要举

措。在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同时，要使公共服务的水平不下降，离不开政府支出效率的

提升。本文利用 2016“营改增”试点全国推广作为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外生冲击，研究

了减税降费对地方政府支出效率的影响。我们发现，随着财政压力的增大，地方政府在

教育和卫生领域的支出效率显著提升。这一效应主要来自财政投入水平的压缩，且产

出水平的提升也有所贡献，而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则没有在这一改革中发生变化。这一

结果表明，地方政府通过压缩一般性开支和改进体制机制来实现支出效率的提升。本

文同时发现，改革导致的财政减收没有引致土地出让收入增加; 非税收入虽然略有增

加，但没有抵消改革的减收效应。这一发现显示，减税降费背景下地方拓展财源的能力

有限，可能是促使地方政府提高支出效率的重要原因。
本文的发现对理解政府职能转变、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有一定

意义。一段时间以来，地方政府往往通过扩大招商引资、加强收入征管等方式来应对财

政收入压力。这一模式对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提高财政收入占经济份额起到了重

要作用。随着中国经济转变为中高速增长，提升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日益成为地方

政府的施政重点。在收入减少和公共品需求增长的双重压力下，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提
升支出效率方能促进公共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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